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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调适与联盟瓦解：
分化联盟的实践路径∗

刘城晨　 翟　 新

　 　 【内容提要】 　 随着学界对联盟瓦解问题研究的深入，国家战略行为在联盟瓦解

过程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先行研究将这种战略行为的形成归因于一系列

客观条件，然而在这些相对恒定的条件以外，国家的战略行为却存在着动态变化，如何

解释联盟分化战略在实践中产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则是极为重要且亟待解决的

问题。 以实践理论在解释生成性问题上所具的作用为前提，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

向”为解释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契机。 作者以国际实践理论为基础，

通过建立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模型，考察了国家在分化联盟过程中的战略学习与调适

过程。 联盟分化战略的调适过程分为战略试错、战略变革与战略强化三种类型，同时

对联盟分化战略进行动态分析。 通过对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

美国分化目标联盟的过程进行考察，作者发现联盟分化战略在具体实践中随着国家的

战略学习与调适过程发生改变，战略调适的有效性则受到背景知识以及具体实践中认

知因素的影响。 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国家战略行为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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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联盟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与深刻的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在

联盟的形成、管理与属性之外，联盟瓦解研究在近期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

联盟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问题，有关联盟瓦解的先行研究多强调联盟维持的价值与联盟

管控、①联盟的属性②以及外部制衡力量等因素的作用。 相较前两者的相对恒定，外部

力量的作用更加富有操作性。 然而在较早的研究中，由于联盟通常是为应对外部威胁

而生，一些研究对外部力量的认识仅限定于外部威胁，特别是关注外部威胁变动的影

响，而没有将外部力量对联盟施加的影响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考虑。③ 但是，外部力

量有时并非为联盟所直接针对的威胁，如三十年战争时期法国一直处于天主教联盟的

目标之外，直至其在最终阶段加入战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美国处于两大阵营目

标之外，却在战事末尾左右了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命运。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若外部力

量将目标联盟视作威胁，其在寻求联盟、追随等行为之外还将采取何种行为？ 近期的联

盟瓦解研究开始关注外部制衡因素特别是联盟分化战略（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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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同盟解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６７—９２ 页；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

保证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５９—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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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ｐ．８０１－８２７；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３１
页；吴泽林、李玉杰：《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更持久吗？》，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９—１５４ 页；杨泽斐：
《兴盛与崩溃：关于联盟生命周期因子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１３ 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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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分化既有的目标联盟成员、削弱目标联盟或阻止有威胁的联盟形成而采用的战略，在一些研究中

也被称为“分化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或者“楔子战略（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参见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
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５３ 页；钟振明：《楔子战略理论及国际政治中的制衡效

能》，载《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７６—８４ 页；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７０—７３ 页。 本文根据这一战略分化目标联盟的特征将其称为联盟分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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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联盟分化战略的类型、①选择条件、②运用方式③等进行解读，但是仍有难以解

释的问题存在，如在英日同盟这类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瓦解案例中，外部分化者所采

用的战略并非保持相对恒定，而是根据战略互动的效果以及外部条件的变化进行调

适，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及其规律，如何判断相关战略变化带来的影响？ 对国家战略行

为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战略成功或失败的一系列条件，④但显而易见的

是，在这些相对恒定的条件之外，国家的战略行为往往是动态的，如何解释这种动态的

变化？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引入国际实践理论，通过建立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机制分

析联盟分化战略的动态调适过程及其对联盟瓦解的影响。 我们的核心假设在于国家

的联盟分化战略不仅受到国家属性、目标联盟属性等相对恒定因素的影响，国家对战

略的选择实际上来源于背景知识，并通过战略学习与调适机制发生变化。 本文后面内

容安排如下：首先介绍实践理论在解释国家对外行为变动中的作用，在综合认知心理

学以及组织理论中有益知识的基础上，尝试对国家的联盟分化战略在实践中的变化过

程进行解读。 为此，我们借鉴了组织理论中的战略学习模型，并加入认知失调理论进

行修改，从而将其应用于长时间段的联盟分化战略研究中，作为本文的主要解释机制。

随后，我们通过变量控制选取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时期的法国分化反法同盟

以及一战前后美国分化英日同盟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则根据分析

结果对研究内容做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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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在总结了古典经验以及格伦·施耐德（Ｇｌｅｎｎ Ｓｎｙｄｅｒ）、泉川康弘（ Ｉｚｉｍｉｋａｗａ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蒂莫西·克

劳福德（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联盟分化战略进行了类型学划分。 刘丰将先前的研究成果

根据战略效果的差异划分为阻止新的结盟者加入目标同盟以及促使目标同盟的其他成员改变立场，具体包括合

作性战略、对抗性战略以及观望战略。 相关战略手段进行细分后可划分为安全保证、缓和、利诱、威逼、颠覆、征
服、观望等七种子战略，而战略的应用是根据目标联盟及其成员的属性、与目标国的利害关系决定。 参见刘丰：
《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４８—６５ 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

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７—９ 页。 本文沿

用了这一归纳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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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７８—
２０２ 页。



二　 联盟分化战略的调适机制

为阐释主要的研究模型，我们首先对国际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做出简要

回顾。 实践理论的出现源自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所遭遇的生成性问题，由于国际关

系主流理论的静态视角、表象的偏见以及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使得其在面临实践时陷入

解释困境，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① 相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

力、制度、文化规范等单一变量的核心影响，国际实践理论更多地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学

习与适应，尝试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关系，这使其有助于克服三大理论结构分析的静

态特性。 在实践理论中，实践是有规律的行动实施，同时带有适当的绩效，这意味着实

践中的行动会受到特定的标准加以识别认定，而实践活动在改变物理环境的同时，也
改变个体以及群体的世界观。② 实践理论遵循实践性逻辑，强调“实践活动本身是行

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③而共同体的日常实践会诱发认知演变。④ 由于我们需要回

答的问题并非一项战略为何出现，而是国家为何选择战略 Ａ 而非战略 Ｂ，实践理论的

兴起使得我们在考察国际行为体的具体行为时，能够将施动者置于实践互动中的核心

位置，同时强调其自身施动性的影响。
此外，由于我们需要考察联盟分化战略的变动，一个仍需说明的问题是实践如何

导致变化。 实际上，从实践视角出发，如将实践视为解释因素，行为体的实践活动自身

就会导致实践的变化，也即实践是变化的原因。⑤ 在我们的研究议程中，国家采用联

盟分化战略要求战略决策者从战略设计到战略执行阶段对外部威胁、盟友关系等主客

观条件做出有效的评估，而这些评估与其背景知识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背景知识

因而对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在实践理论中，背景知识在实践中的重构是一项主要研究

议程，对于实践理论而言，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将知识要素突显出来，使物质和理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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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知识类型密切联系在一起。① 在解释变化上，实践理论认为，

“当新的问题出现开始挑战现存的知识以及 ／或者当共同体内部一些有影响的成员想

要做得更好的时候，实践中的变革会据此发生”。② 实践理论对国家行为变化的解释

对实践中的知识积累提出了要求，这里的知识“不再停留在背景而是与实践的执行紧

密相连”。③ 这便为我们理解国际行为体行动逻辑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思路。 而对于我

们的研究，最后的问题在于背景知识的积累方式。

对于实践理论而言，知识与行动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学习是串联其中的一项核

心机制，在国际行为体身上“学习与实践紧密相连，并通过实践得到扩展”。④ 然而，

相较对知识的重视，实践理论的先行研究对包括学习在内的实践机制仍然缺乏关

注。 不过，学习自身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作为认知演变的子

集，自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开始借助这一概念进行政治学研究以来，⑤学习

及其相关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国家的战略转变、危机管控、冷战终结等议题。⑥ 在

联盟问题研究上，学习也被用于解释小国在联盟或是中立之间的选择行为，⑦其分析

起点在于认为学习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学习则是在观察或者解释经验

基础上，使得原有信念发生改变或新的信念、技术以及程序得到发展。⑧ 对于国际关

系而言，学习分析的基础主要建立于认知心理学以及组织理论之上。 基于认知心理

学的研究强调决策者的自身经历、早期经历、重大事件对决策者的知觉倾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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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另一些研究则强调组织理论的作用，组织理论视角下的国家被视为组织，组

织理论的核心在于组织如何学习并适应环境，对于组织而言，特定的组织目标、组织流

程惯例、对历史经验的依赖是其基本准则。② 以上两种研究的共同认识在于认为只有

特定级别的事件才会导致学习，而学习并不是一个常规的现象，特别是个人或组织自

身的经历才是获得新认知的关键。③

先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难以直接用于本文的分析。 首先，

这些研究过多地关注长期历史经验的作用，同时强调实践中学习过程的渐进性。 然而

国家战略的变动虽然并非连续，但是战略本身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着不同程度的

调适，这就需要对这种短期变动进行解释。 其次，尽管一些研究意识到实践中的学习

过程并非线性而是散乱的动态交互过程，多数研究仍然仅仅关注决策者是否进行了学

习而没有解释其具体的学习过程。④ 再次，尽管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国家在特定环境中

的短期战略学习与适应，⑤但是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国家战略学习机制的合理解读，

而实践理论实证研究的缺乏加剧了这一问题。 最后是分析的层次问题，以认知心理作

为基础的学习分析集中于个体决策者，而组织理论则多强调组织，解决分析层次的统

一是一项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引入组织理论中探讨不连续战略变革的模型，并加入认知

心理学知识作为修正以适应本文的分析。 在众多模型中，桑田耕太郎（Ｋｕｗａｄａ Ｋｏｔａ⁃

ｒｏ）的战略学习与战略变革模型更为适合分析不连续的战略变革。⑥ 桑田试图通过引

入战略学习概念去解释组织的战略行为以及组织本身的长期动态变化，他认为企业要

适应环境的变化，必须采取特定的战略以及必要的组织革新，而这些则依赖于以组织

学习能力为基础的战略规划能力。 桑田认为战略行为的核心是企业在战略设计过程

中对信息的处理与诠释，而这些信息来自内部与外部信息、战略学习、业务层面知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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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层面知识。① 然而，组织理论和社会心理研究均认识到组织结构的稳定与获取

经验教训的迟缓，相对于企业而言，国家对外决策的标准化流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显得更为复杂且更难改变。 与此同时，由于桑田以及其他的组织理论模型主要

适用于公司规模的组织结构，对于国家而言制定对外战略的组织架构远比公司复杂，其

发生变动的频率也远远小于公司，为此，我们依据国家作为对外行为主体的结构以及前

述的研究需要对桑田的模型进行调整，从而建立起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模型（见图 １）。

首先，我们对背景知识的意涵进行重构。 在将公司层面的知识转换为国家层面背

景知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国家对外行为基础的具体构成。 作为国家对外行为设计的

组织标准化流程，相对于公司的标准流程而言更难改变，因此在假设中我们将其作为

国家层面的背景知识中相对恒定的部分，而挑选出另外两个易于产生变化的内容，即

战略理念以及战略相关的知识作为国家背景知识（Ａ、Ｂ）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会影响

决策者对战略的判断以及官僚政治博弈中的结果，据此我们简化了国内政治过程的考

察，将重点集中于国家与战略目标之间的互动。 Ａ、Ｂ 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家背景知识

也即国家层面的认知基础，包括相对恒定的制定国家战略的标准化程序以及处于变化

中的基本战略理念、战略相关知识。 与背景知识相对的则是实践知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其由负责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决策者以及外交实施人员从实际的战略效果

中获取，是背景知识走向前台（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的产物。

其次，我们借用了桑田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战略学习与业务学习。 对于国家

而言，国家的战略学习过程就是背景知识从 Ａ 到 Ｂ 的转变过程。 由于业务学习的概

念适用于公司规模的组织，对于国家而言我们运用实践学习（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代替业

务学习。 同时，对于实践知识而言，我们将其视为联盟分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一具

体问题领域中的知识，实践学习的过程是从联盟分化战略具体实践中获得知识并进行

调适的过程。 图 １ 中的 Ｄ 代表联盟分化战略的设计过程，Ｓ 代表具体的国家战略行

为，数字序号代表实践过程的发展顺序。 国家原先拥有背景知识 Ａ，在 Ａ 的指导下产

生了战略设计 ＤＡ１，进而产生了具体的联盟分化战略行为 ＳＡ１。 ＳＡ１产生了战略效果反

馈给参与外交决策与实施的一线人员，从而形成对战略行为有效性的判断，并且获得

新的实践知识。 新的实践知识对原有的背景知识形成冲击，但是这些内容对背景知识

的影响是有限的，国家的战略基础并不易改变，这就使得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战略调

适。 战略的变革则来源于实践学习中的知识积累，逐渐对 Ａ 中的战略理念、战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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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形成冲击，而当实践知识积累到能够推翻原有基本假设时，原有背景知识 Ａ 则转

变为新的背景知识 Ｂ，进而在新的背景知识基础上产生新的战略设计与战略行为。 我

们将这一战略变革视为战略调适的第一种形态。 如秦惠王在任用张仪分化合纵的过

程中，最先通过提供人质和归还领土等利诱方式试图分化齐魏联盟，随着战略效果的

不佳，秦国认识到强硬手段的作用，开始推动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对抗性战略，从而取得

突破。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组织从过去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中学习是极为重要的，

但组织理论与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假设认为人们更容易从失败而非成功中学习。① 战

略的失败会引发对现状的不满，使得组织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只有那些意料之

外的失败才会引发组织的学习②进而推动战略变革。

图 １　 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最后，本文在战略反馈过程中加入了认知失调的影响。 桑田的模型虽然很好地解

释了战略变革的过程，但是在战略学习与调适过程中国家对待信息反馈的态度往往存

在差异，例如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应对反法同盟的后期，即使在对抗性战略受挫的情

况下，其仍然延续了这一战略并试图自圆其说，并未做出合适的战略转变，最终导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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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分化战略无法与背景条件相匹配。 对于国家层面的背景知识（Ａ、Ｂ）相对恒定条件

下出现的战略反馈差异并非难以解释，实际上由于认知失调的存在，决策者在面对信

息时通常倾向于接受与自身认知结构相一致的信息，而当遇到与自身信息不一致的信

息时，会采取强化机制寻找原因证明这些信息正确。① 例如，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自
由主义价值观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非理性认知相符导致的问题在冷战前的美国

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使得美国在分化英日同盟的初期在背景知识 Ａ 上不断为错

误的战略寻求支持。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领导者试图寻求心理上的和谐，却以牺牲各

种利益间的矛盾作为代价，认知相符使得与自身认识不一致的信息被忽视，进而影响

了战略调整，②导致了战略调适的第二种形态，我们称之为战略试错（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即 ＳＡ１、ＳＡ２、ＳＡ３、ＳＢ１、ＳＢ３所对应的过程。 例如，俄罗斯在阻止北约吸纳格鲁吉亚的过程

中先后采取经济利诱以及安全保障等合作性战略，而在其意识到军事手段的有效性之

前这些战略均收效甚微。 在战略试错与前述的战略变革之外，战略调适的第三种形态

表现为战略的实际效果与战略目标相匹配，使得一些获得积极效果的战略受到更多的

关注并在未来延续，我们称之为战略强化，即 ＳＢ２所对应的过程。 如美国在分化中苏同

盟的过程中，通过选择性拉拢与施压加深了中苏之间的矛盾，而这一战略的强化与延

续则推动了中苏同盟走向分裂。 但是在联盟分化战略目标未实现的前提下，战略强化

过程并非能够一直延续，当战略不再与目标匹配，则会出现新的战略试错，即 ＳＢ３所对

应的过程，进而产生新的循环。
这一模型为我们分析联盟分化战略的变化提供了基础，我们将据此对国家战略行

为在具体实践中的变化进行探索，同时对这一过程中战略试错、战略变革与战略强化

产生作用的机理进行初步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战略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

作用的复杂过程”，③我们将联盟分化战略视为诱使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在案例选择

中我们侧重于考虑该战略发挥实际作用的案例，同时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对案例

做出筛选。 在随后的案例选择与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一模型做出进一步考察。

三　 案例选择与分析

（一）案例选择

案例的选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案例研究与大样本研究的争论长期存在，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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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问题领域以及更为具体的联盟瓦解研究中，案例与大样本分析互有启发。 但是，二
者之间在具体的研究中分别存在着问题与优势。 总体而言，案例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在

于容易错误地拒绝虚无假设（Ｈ０），即其特殊性只能在有限的路径上进行解释，不过，
这却使得案例研究能够更有效地建立起因果关系。 另一个问题则是除非样本可重复，
否则小样本研究会难以对因果影响进行估计。① 而基于大样本分析的问题在于难以

解释因果机制，但其却能够解决“原因的影响（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ｅｓ）”这一问题。② 由于本

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探讨联盟分化战略在具体实践中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希

望通过案例分析对所建立的分析框架进行验证，同时根据案例比较对因果影响做出初

步评估。
如前所述，先行研究对于影响联盟瓦解的诸因素已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③

根据既有研究成果，我们在案例选择中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应的控制，从而确立拿破仑

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与英日同盟两个核心案例。
我们在案例选取过程中所考虑的核心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背景性因素。 背景因素的变化容易引起联盟的不稳定，刘丰与董柞壮将这

一实证结果解释为对联盟存续价值的影响。④ 在案例控制上，由于结构影响在背景性

因素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其作为主要控制变量。 而为体现出结构差异，同时由于对

联盟成员国属性的认识以 １９４５ 年为界存在争议，我们将案例集中于变化更多的 １９４５
年之前。 为此，我们挑选了两个体系结构处于变动期的案例，一战前后的美国经历了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则是朝向维也纳体系转变中的案例。
而基于以上考量，我们舍弃了二战后的美国与中苏同盟这一类型的案例。

第二，联盟及其成员国属性。 由于前述考虑使得案例选取集中于 １９４５ 年之前，同
时由于这一时期之前的民主国家界定存在争议，在案例选取中我们舍弃了民主制度这

一变量而考虑国内政治的稳定，这一选择的逻辑与背景性因素相似，即考虑国内政治

进程的转变会导致国家偏好与领导人行为预期的变更。⑤ 而在我们的案例中，尽管目

·２６·

　 战略调适与联盟瓦解：分化联盟的实践路径
􀪇􀪇􀪇􀪇􀪇􀪇􀪇􀪇􀪇􀪇􀪇􀪇􀪇􀪇􀪇􀪇􀪇􀪇􀪇􀪇􀪇􀪇􀪇􀪇􀪇􀪇􀪇􀪇􀪇􀪇􀪇􀪇􀪇􀪇􀪇􀪇􀪇􀪇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４１， ｐ．４３， ｐ．４７．

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载《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４６ 页。
相关研究述评可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Ｅｎｄｕｒｅ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５６－１７９；周建仁：《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析》，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９—５５ 页。
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 页。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９１７；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Ｍ． ＳＩｖ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
Ｓｔａｒｒ，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１９９４， ｐ．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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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联盟成员出现多次政权更迭，但是没有出现如俄国因十月革命而迅速退出联盟的情

况。 基于这一思考，我们舍弃了一战前后的德国与协约国这样的案例。 而对于已经被

证明相关的地理因素，本文在两个案例的选取中均考虑了目标联盟地理上的区隔，美

国案例中的英日同盟存在广阔的海洋之隔，而在法国案例中的英国与俄国则是抑制法

国距离最远的国家。

第三，联盟目标。 从形成原因思考的学者将联盟目标的实现以及目标的一致性视

为影响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①但是在实证检验中，目标实现说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

因此我们主要考虑联盟目标的一致性。 在案例中，尽管目标联盟内部存在矛盾，拿破

仑所面对的反法同盟在抑制法国的基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在案例分析的多数时间美

国所面对的英日同盟内部在维系远东利益的基本目标上存在一致性。 这也使我们排

除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波斯分化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一类型的案例。

第四，外部威胁。 对于外部威胁作用的争论仍然存在，尽管布雷特·利兹（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等人认为外部威胁降低不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刘丰与董柞壮在研究

中发现威胁上升的影响，②而威胁的变动也会导致国家对联盟价值的重新审视从而

引发联盟的不稳。③ 在案例中，美国、法国对于目标联盟的威胁虽然在演变过程中

有所起伏，但总体而言，两国对目标联盟的外部威胁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呈上升趋

势。 对于反法同盟来说，一个拿破仑支配的法国不论何时都极具威胁。 而在案例

的多数时间，美国对于英日同盟的压力都是后者必须认真考虑的。 为此，我们需要

确保目标联盟的存在，这使我们舍弃了统一后的德国阻止法国结盟这一类的预阻

案例。

除此以外，其他如联盟有效期内经历冲突等背景性因素，我们将其视为次要影响

因素，并不做特别考虑。 而在案例选择的具体原则上，本文主要考虑案例内以及两个

案例间的正反对比。 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从成功走向失败的案例，一战前后的美国则

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 随后，我们将对先前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验证。

（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

与初期就遭遇困境的美国不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在最初应对反法同盟过程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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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Ｌｉｓｋａ，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１１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Ｒｉｋ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ｐ．１３２－１７６；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 页。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ｃｕ Ｓａｖｕ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Ｗｈｙ Ｄ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ｂｒｏｇａ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ｐ．１１１８－
１１３２；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Ｅｎｄｕｒｅ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ｐｐ．１５８－１５９．



得了数次成功，然而却在远征俄国后迅速走向失败。 对拿破仑分化联盟失败的考量通

常与其战争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而在众多的原因中，个人因素、①外部制衡、②拿破仑战

争的局限性③以及政策的失败④等一再成为论争的焦点。 而我们则根据本文的分析框

架考察拿破仑在应对反法同盟中的成功与失败，重思这一时期法国的具体实践及其

影响。

１．法国的早期胜利与拿破仑时期的战略形成

相较经济联系紧密的英日同盟而言，反法同盟虽然拥有抑制法国的共同目标，却

难以解决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个弱点也一再为法国所利用，加上法国“拥有比当

时欧洲任何一个强国都要多的战争资源”⑤以及从旧政府中继承的比其他政府部门更

加高效的外交部，这使得法国在面对反法同盟的初期，通常能够更为有效地整合自身

的战略。

反法同盟的成立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先于拿破仑执政，１７９３ 年英国开始纠

集全欧力量组织起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国则充分借助反法同盟的内部矛盾，开始通过

威逼、颠覆、利诱等战略分化目标联盟。 法国首先利用俄、普、奥三国在瓜分波兰中的

矛盾，成功分化了被孤立的普鲁士。 随后，法国征服了荷兰并与拥有传统友谊的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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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讨论拿破仑失败的个人原因包括自身个性、个人欲望的膨胀、用人失误等。 代表性成果参见王养冲：《拿
破仑研究的演进（上）》，载《世界历史》，１９７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０—７５ 页；王养冲：《拿破仑研究的演进（中）》，载《世
界历史》，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第 ７２—７７ 页；王养冲：《拿破仑研究的演进（下）》，载《世界历史》，１９７９ 年第 ３ 期，第
７０—７５ 页。

外部力量的干预以及长期的制衡压力同样对拿破仑的失败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侧翼大国，英国对反法同

盟的组织及其与俄国的“决定性奋战”成为决定拿破仑命运的重要因素。 参见 Ｒｏｒｙ Ｍｕｉ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ａｔ
ｏｆ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１８０７－ １８１５，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ｈｉｌｉｐ Ｇ． Ｄｗｙｅｒ，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８９－２０１， ｐｐ．２４３－２６３；时殷弘：《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国际政治的

变更》，载《欧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第 ５—１０ 页；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如克劳利认为，拿破仑虽然借助民族热情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他“迫使整个西欧统一于拿破仑王朝之下

而做出的努力，却与欧洲主要的民族感情和愿望背道而驰”。 参见 Ｃ．Ｗ．克劳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６２ 页。 列宁则指出拿破仑

战争从法兰西民族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事实，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４１—７４３ 页。

拿破仑的扩张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后果，大陆封锁等不适当的政策削弱了法国的霸权正当性，参见刘丰：
《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 页。 更详细的内容可参考刘丰：
《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而即使拿破仑在战争中继

续获得成功，其政策在经济上也不可持续，参见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

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政策使得普鲁士、奥地利等国家意识到只有击败法国才能赢得和

平，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 Ｌｅｇｇｉｅｒｅ，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ｏ⁃Ｐ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Ｏｋｌａ⁃
ｈｏｍ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Ｘ。

Ｃ．Ｗ．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 ３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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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签订合约，进一步削弱了反法同盟的力量。 而为了彻底击败反法同盟，法国开始对

英国大陆的主要盟友奥地利实施打击，成功通过军事手段迫使其退出反法同盟，致使

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 在分化反法同盟的初期胜利中，法国的战略仍然存在问题，作

为利诱的补偿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也导致了未得到合适补偿的英、奥在这期间对

法国持续发难。 不仅如此，虽然普、奥两国在同俄国瓜分波兰时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普

鲁士却在与法国的妥协中被迫割让了莱茵河左岸，奥地利也在战争中失去了比利时省

份，而如果这时的法国能够“给予足够的补偿以及满足于已获得的‘天然边界’”，那么

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此后的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①

督政府时期的分化经验为拿破仑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其中的问题也成为随

后拿破仑失败的重要诱因。 １７９９ 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开始执政，其对外所需要面对

的首要问题是第二次反法同盟带来的危机。 此时的俄国已经由于战事不利萌生退意，

拿破仑则通过向俄国交还大量俘虏，确保了俄国态度的转变。 随后拿破仑利用英、俄

在地中海利益上的矛盾挑起两国冲突，使俄国与法国接近。 另一方面，拿破仑则继续

运用其擅长的军事手段集中打击奥地利，迫使其于 １８０１ 年接受了内容极为苛刻的《吕

内维尔合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Ｌｕｎéｖｉｌｌｅ）而退出同盟。 拿破仑的另一项工作是阻止普鲁士

加入反法同盟，为此拿破仑通过利诱使普鲁士从德意志版图修正中获益，使其成为德

意志诸邦中最大的赢家。② 这一时期的拿破仑充分运用缓和战略，在反法同盟缔结之

初就向英、俄、奥提出停战建议。 而在英国主导的同盟出现崩溃时，拿破仑则试图与英

国休战，从而促成《亚眠和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ｉｅｎｓ）的缔结。 虽然《亚眠和约》旨在缓和

法国与反法同盟最坚定的主导国英国的矛盾，但是合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于反

法同盟的胜利，实际上即使仅从军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要使英国不受法国的进犯，

是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的”。③ 由于英国从法国的胜利中几乎没有得到补偿，补偿与

制度安排的缺失使反法同盟随后卷土重来。 除却进攻英国受阻的插曲，拿破仑分化第

三次反法同盟的过程延续了此前的战略思路，对于普鲁士，拿破仑将汉诺威作为利诱

使其坚守中立。 对于俄、奥等主要威胁，拿破仑通过军事对抗将其消除。 在奥地利再

次战败后，拿破仑迫使其签订了条件苛刻的《普莱斯堡和约》（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ｂｕｒｇ），使

之丧失对意大利以及德意志事务的控制。

拿破仑在应对反法同盟威胁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分化战略，其核心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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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时期合作与对抗战略的交替，从高度对抗性的征服到提供安全保证这样的合

作。 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合作性战略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仅被作为暂时利诱的工具，

用于利诱的承诺很多，实质性的补偿却很少。 相反，对于拿破仑而言最直接的成功却

来自对抗性战略的作用，直接有效的军事对抗逐渐成为拿破仑帝国对抗反法同盟的支

柱，这使得法国的战略逐渐失衡。 但是拿破仑却坚持认为“只要抛出足够引人的诱

饵，他便会勾引任何一个强国（英国除外）回到自己一边来”，①尽管这些诱饵逐渐失去

吸引力。

２．战略转变与失衡

前述法国战略中的问题成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组建的缘由，不合适或者说很少得到

有效执行的补偿引发了保持中立的普鲁士的不满，而此前普鲁士在与法国的利益交换

中使法国势力深入德意志，法国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在莱茵同盟成立后不断增长，开

始对普鲁士构成威胁。 １８０６ 年，当得知拿破仑将已经对其承诺过的汉诺威交予英国

作为谈判筹码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Ⅲ）极为震怒，开始寻求英、

俄等国的支持，第四次反法同盟由此形成。 虽然普鲁士旋即战败，拿破仑却遭遇了一

个始料未及的问题。 １８０７ 年年初，法国与俄国在柯尼斯堡（Ｋöｎｉｇｓｂｅｒｇ）陷入激战，一

时难分胜负，此时的拿破仑仍想借助利诱战略寻求支持，他向奥地利提供西里西亚，向

普鲁士提出重建普鲁士王国等筹码以期获取援助。 但是已经认识到拿破仑利诱局限

的两国拒绝了看似优厚的条件，因为没有人能确保拿破仑的保证有效，而此时的俄国

仍有在军事上战胜法国的可能，拿破仑则因此陷入孤立作战的不利境地。 此后，虽然

拿破仑凭借军事优势艰难地赢得了战争，并通过在普鲁士、土耳其等问题上的让步使

俄国成为自身的同盟，《提尔西特合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Ｔｉｌｓｉｔ）的签订却使得俄国原本担心

的波兰问题越发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合作性战略在实践中的逐渐失效使拿破仑的战

略发生转变，从而加深了对于对抗性战略的依赖。

在欧陆不断打击英国盟友的同时，拿破仑开始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 对英国

采取大陆封锁的原因很多，从拿破仑的前期实践来看，法国已经在战略调适中逐渐认

识到合作性战略的局限，尤其在《亚眠和约》签订后，拿破仑逐渐发现即使与英国达成

缓和，“要英国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是办不到的”。② 尽管拿破仑试图

通过强化对抗的方式迫使英国陷入危机，但是如同在经济上法国无法为失去英国后

的欧洲大陆提供足够的商品一样，在安全上这一体系自身的缺陷使其不仅不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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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破裂的反法同盟，更无法解决困扰欧洲的势力均衡问题。 而为了胁迫大陆国家

对抗英国，拿破仑试图将征服对象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

随即陷入“半岛战争”的困境。 但是，严重依赖对抗性战略的拿破仑已经难以对其战

略进行有效调整，而此时他的对手英国已经开始调集力量支持并组建了第五次反法

同盟。

与之前数次反法同盟的结局一样，英国大陆上主要盟友的军事失败使同盟再次瓦

解。 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其战略已经开始彻底偏离方向。 在征讨西班牙之前，拿破仑

试图取得其盟友的支持，但是在埃尔福特（Ｅｒｆｕｒｔ），拿破仑并没有得到俄国确定的承

诺，盟友态度的摇摆进一步加深了拿破仑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最终使其朝向远征俄国

的道路上发展。 拿破仑本有可能避免失败，但是他在实践中采用的不同战略在效果上

存在差异，这使得拿破仑的战略隐藏着失衡的风险，随着原先有效的战略逐渐成为一

种阻碍，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无法做出有效的战略转变。 即使拿破仑又一次击败了反法

同盟，他的失败仅仅是时间问题。

３．分化目标联盟的失败

拿破仑帝国在 １８１０ 年前后到达顶峰，但是从“半岛战争”开始法国与反法力量的

对比便发生变化，被其击败的奥地利与普鲁士作为传统大国正在积蓄力量。 拿破仑虽

然通过胁迫使奥地利与普鲁士提供军事力量支持其远征，但是这一政策的基础并不稳

固。① 而在争取盟友时，法国皇帝却仍然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他相信“无论瑞典人或是

土耳其人必然会自动投向他这一边来”，谈判被置于次要位置。② 然而失衡的战略使

拿破仑再一次失去了争取盟友的重要机会，即使他向土耳其提出条件优厚的盟约，苏

丹却对“法国曾坐视不顾亚历山大进犯土耳其”之事记忆犹新。③ 而俄国则同土耳其

签订合约并与瑞典结盟，开始全力备战。 随着在俄国广袤土地上军事冒险的失败，拿

破仑治下的法国开始失去选择合作性战略分化对手联盟的意愿与能力，普鲁士与奥地

利也就顺理成章地重新成为法国的敌人。 １８１３ 年第六次反法同盟组建，尽管奥地利

仍为法国的盟友且存在联姻关系，但此时，拿破仑能够确保其不加入反法同盟的手段

仅剩下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这一手段也并不可靠，因为“如果奥地利帮助拿破仑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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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此后将完全听从拿破仑的摆布”。① 另一方面，俄国却很快为

希望得到补偿的普鲁士提供帮助其恢复失地的保证，从而在英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反法

力量的整合。

１８１３ 年 ５ 月的胜利为拿破仑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是他却拒绝了奥地利合理的

调停，选择继续相信他的军事力量与反法同盟进行对抗。 这时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在

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已经有了重大变化。 普鲁士在卡尔·施泰因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ｏ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及其继任者治下得到连续的改革，不仅废除

了农奴制，对军队的改革也突破了拿破仑所施加的限制，“速成兵制度”更使得普鲁士

能够保持约 １５ 万人的后备军。② 俄国在亚历山大的主导下也完成了行政机构改革，

在 １８１０ 年设立参议院，并通过选拔制度建立官僚机构。③ 奥地利则强化了旧制度，在

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发行了新的纸币。 而法国却因为“半岛战争”与入侵俄国的失败

陷入困境，不仅盟国的离心倾向加剧，自身财政问题也因为长期战争以及大陆封锁的

失败而恶化。

但是，由于知觉过程中强化机制④的存在，拿破仑忽视了这些转变及其带来的影

响，“因为他相信，他能比敌人更快地集结军队，充实兵力”。⑤ 也因为直到这时，在欧

洲大陆上“还没有人可以打败他，而且正可以像 １８０７ 年一样，在奥地利还来不及发言

以前，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足以打得俄军和普鲁士军溃不成军，退出战争”。⑥ 过

多的成功反而影响了拿破仑再一次进行战略转变的机会，面对反法同盟的胁迫以及奥

地利的调停，拿破仑最终选择了他更为熟悉也更为信赖的对抗性战略，希望通过他巧

妙的军事手段赢得最终胜利。 然而，尽管拿破仑做了尽可能的战争动员，并将他的军

事天赋在莱比锡战役中发挥到极致，他也无法避免 １８１３ 年 １０ 月的大溃败。 失败使拿

破仑意识到缓和的重要性，但他已经失去与反法同盟讨价还价的能力，同盟内部开始

商讨对法国、萨克森、波兰等国的战后处置，拿破仑归还失地的要求也并没有足够的信

用做支撑。 当次年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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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ｅｒｅａｇｈ）将反对法国的所有敌人联合在一起后，再没有国家能够与法国单独媾和，拿

破仑的帝国也随之崩溃，即使他从厄尔巴岛归来，也难以阻止他国的猜疑以及滑铁卢

战役的失败。

检视拿破仑的失败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本有数次机会巩固既有成果，但是

他既没有提供足够的补偿，也没有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对既有成果进行保障。 最为致

命的是拿破仑军事上决定性的失败出现得太晚，而失败却最有可能导致认知基础的改

变进而引发战略变革。 当他终于在失败中意识到这一问题时，由于拿破仑时期法国长

期的违约记录，①合作性战略已经显得无效。 长期的实践使拿破仑对法国的战略形成

了一种认识，用于对抗的军事手段单一有效，用于合作的外交手段复杂却通常失效。

同样，在他的对手看来，与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合作通常是无效的、受压迫的、屈辱且不确

定的。 拿破仑军事上的成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作战原则应用极为灵活，这使得“没有两

次拿破仑战役或战斗是相同的”，②然而正是这种灵活的军事手段的一次次成功阻碍了

战略上的灵活，使得拿破仑无法在背景条件改变的情况下认识到新的战略设计的重要

性，他所依赖的对抗性战略在强化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战略试错，从而引发最终的失败。

（三）一战前后的美国与英日同盟

相较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美国所面对的英日同盟尽管存在内部矛盾却相对稳

固，这使得美国的早期战略容易为先行研究所忽视。 正因为如此，对英日同盟终止的

研究多考虑体系结构的变化、③联盟内部诱因④等因素的影响。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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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ｂｎｅｒ Ｊ． Ｂａｒｔｌｅ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１， １９３５， ｐｐ．４５－５８；山本慎吾：《ワシントン会議と日本》，载《国際政治》，１９６３ 年第 ２３ 巻，第
６６—７０ 頁。



注意到了美国在英日同盟瓦解中发挥的作用，①但是这类研究多从第三次英日同盟末

期进行考察，同时缺乏对相关战略行为的关注。 我们则希望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重新

审视美国的战略调适过程及其影响。

１．美国早期的战略形成与试错

英日同盟成立前，美国在处理英、日两国事务上的实践使它在最初面对英日结盟

时保持观望。 对于复杂的美英关系而言，经过一系列调整，到 １９ 世纪末两国关系已经

有了显著改善，双方在抑制德国、维护远东商业利益等方面存在广泛共识。 而在远东

的另一边，美日关系在摩擦中保持相对稳定，双方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及美西战争等

问题上相互谅解。 随着 １９００ 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入侵，美国逐渐将俄国视为“威胁亚

洲市场正常运转的最大危险”，②而英、日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尊重，则让它对两国的接

近保持了观望。 １９０２ 年英日同盟正式缔结，这一事件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不仅有助于

加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同时也为中国和朝鲜的独立与安全

提供了保证。③ 实际上，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以及前期的外交实践，此时的美国

并未认识到自身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华贸易不仅受到俄国的威胁，同样也与日本

存在竞争，而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之间又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威

胁认知上的偏差使美国早期的战略形成充满曲折。
１９０５ 年日俄战争的结束解除了俄国对美国远东商业利益的威胁，尽管美国在战

争中为日本提供了经济与外交上的支持，它却没有获得日本方面对“门户开放”政策

的保证。 与此同时，在日俄战事尾声，英日同盟通过续约扩展了适用范围与影响，成为

相互提供军事支持的攻守同盟，④而同盟的强化实际暗含着“日俄战争后日美间的关

系”这样一个“担忧因素”。⑤ 然而，知觉过程中的强化机制使美国再次产生误判，作为

日俄战事的调停者，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产生警觉，反而认为它通过协

调日俄关系保证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 美国观望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开始对美国在远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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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早期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作为外部力量的影响，参见张忠绂：《英日同盟》，上海：新月书店 １９３１
年版，第 １５８—１６７、２１２—２１８ 页；Ｇ． Ｚ． Ｗｏｏ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Ｈ． 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２１， ｐｐ．１１－２４。 其他从第三次英日同盟末期考察外部影响的研究主要有：
黒羽茂：《日英同盟の研究》，仙台：東北教育図書 １９６８ 年版，第 ３２７—３２９、５２７—５８１ 頁；严赛：《论美国与英日同盟

的关系（１９０２—１９２２）》，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２０１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Ｉｒａ Ｋｌｅｉｎ， “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４， １９７２， ｐｐ．４６０－４８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Ｆｅｂ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ｙ，１８６５－１９１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１７２．

ＦＲＵＳ， １９０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０３， ｐ．５１３．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１８７２—１９１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５２ 页。
黒野耐：《第二次日英同盟と国防方針》，载《防衛研究所紀要》，２００３ 年第 ３ 号，第 ６８—６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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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商业利益形成挑战，此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军管，在此影响下美国对

华贸易额锐减，它所倚重的牛庄港也逐渐衰落。 对于美国而言，英日同盟续约时的观

望使它错过了规制潜在威胁的机会。 随着美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冲突加剧，西奥多·
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期望的远东均势开始失衡，而美国在这

一地区的利益则逐渐受到日本以及英日同盟的影响。① 对英日同盟认识的变化使美

国开始通过联盟分化战略去应对这一联盟带来的威胁。
虽然意识到英日同盟带来的问题，美国的早期战略却陷入长期试错。 由于同英国

的良好关系以及与日本在移民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美国初期的战略主要集中于日本

方面。 １９０５ 年末美国试图通过远东铁路开发实现美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但是美

国与日本缓和的尝试因为后者的消极态度而搁浅，而在这次争端中，英国由于联盟条

约的规定支持日本的主张，“从而极其有力地帮助了日本巩固它在满洲的地位”。② 不

仅如此，在 １９０７ 年英、日分别同俄国进行外交调整后，日本成为既与英国保持联盟关

系又同俄国拥有协约的国家，美国则逐渐被孤立于远东的利益协调之外。 合作性战略

的失效使美国开始转向对抗性战略的尝试，１９０７ 年末罗斯福派遣“大白色舰队（Ｇｒｅａｔ
Ｗｈｉｔｅ Ｆｌｅｅｔ）”对日本进行威逼。 迫于压力，日本与美国签订《鲁特—高平协定》（Ｒｏｏｔ⁃
Ｔａｋａｈｉｒ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根据这一协定双方重申了在华机会均等与“门户开放”原则，③

但是这一协定中对维护现状的规定实际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尽管罗斯福

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此时的美国却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对日本进行规制，如果将对抗性

战略延续，那么美国就需要加深对军事力量的依赖，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在远东拥有

“和英国一样强大的舰队，加上和德国一样强大的陆军”。④ 这一悖论意味着以威逼为

基础的对抗性战略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不可持续。
由于军事威逼的缺陷，１９０９ 年，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塔夫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ａｆｔ）开始将“金元外交（Ｄｏｌｌ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应用于亚洲，这一政策除了试图挽救美国

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同时也希望通过经济手段争取到更多支持。 美国的努力在湖广铁

路问题上获得英国的谅解，但是在日俄势力盘踞的中国东北，美国的“满洲铁路中立

化”方案遭到日、俄的强烈抵制。 不仅如此，作为日俄双方的盟国，英国对这一建议同

样表示冷漠，美国的要求在它看来“完全无视日本与俄国的利益，至少在当时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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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ｏｈｎｓ， Ｃｒｕｃｉ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８９７，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８， ｐｐ．４９－５０．

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５１０ 页。
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１８７２—１９１６），第 ４３６ 页。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ｏｈｎｓ， Ｃｒｕｃｉ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９７， ｐ．５３．



笨拙且不合时宜的”。① 与塔夫脱的设想相悖，美国的利诱战略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

果反而加速了日俄两国的进一步接近。 １９１０ 年第二次《日俄协约》缔结，新约在进一

步协调双方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同时，抛弃了第一次《日俄协约》中尊重中国独立的规

定，从而破坏了美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则以英日同盟为核心，同时以日

俄关系为辅助开始维护其远东利益。② 至此，美国的远东政策被封锁在一个狭小的范

围内，美国不仅没有为门户开放政策赢得支持，反而使自身的远东政策受限于日本及

其背后的英日同盟。 不过，战略失败带来的冲击使美国的战略基础开始发生改变，背
景知识的变化为新的战略设计形成提供了条件。

２．战略的转变与发展

虽然美国在战略试错中不断陷入困境，它却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英日同盟对美国

的威胁是整体性的，单独与一方的合作或施压难以解决美国所担忧的经济与安全问

题。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无法争取到英国的支持，英日同盟的威胁便难以消除，因为即

使英国的自治领与日本发生冲突，英国也会倾向于日本而将这些冲突与英日同盟区分

开。③ 与此同时，英国态度的变化则为美国的战略实施创造了条件，这时的英国由于

同德国的矛盾，逐渐希望避免因为与日本的联盟义务而卷入和美国的冲突，而美英之

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则使得英国不仅需要考虑“在美日之间重新选择”，同时“难以在美

日之间的任何冲突中支持日本”。④ 这意味着对于美国的远东政策而言，“如果英国加

入游戏，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都能避免”。⑤ 为此，美国希望通过与英国签订能够保障

双方和平的仲裁条约，在英日同盟之外建立新的替代性机制，⑥以解决美国与英日之

间的矛盾关系。

１９１０ 年 ３ 月塔夫脱即开始为签订仲裁条约进行宣传，同年 ８ 月日本吞并朝鲜后，

美国向英国方面表达了签订仲裁条约的意见。 此时的英国由于对抗德国的需要仍然

无法在美日之间做出抉择，同年 ９ 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ｅｙ）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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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 Ｈ． Ｎｉｓ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０８－２３， ｐ．３０．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４３ 巻第 １ 冊，東京：日本外務省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４４ 頁。
Ｉａｎ Ｈ． Ｎｉｓ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０８－２３， ｐｐ．２２－２３．
Ｉａｎ Ｈ． Ｎｉｓｈ，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ｇｌ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０８－２３， ｐ．２７．
Ａｌｆｒｅｄ Ｗ．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１５２．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加入了替代性机制战略作为补充，该战略在于通过替代性的制度设计抑制目标联盟

威胁，不同于安全保证子战略仅为联盟中的次要对手提供安全保证，这一战略同样可以为目标联盟成员整体提供

的安全保证。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慎用国际机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这一翻译，而使用国际制

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作为替代，但是在新的惯例形成之前，本文仍然对机制这一翻译进行沿用。 参见唐世

平、王明国、毛维准：《国际制度需要准确的翻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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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面透露了将与美国签订仲裁条约的信息，同时暗示日本方面可以加入仲裁条约或

者通过与美方签订新的条约从而避免冲突。① 虽然日本对英国的建议表示担忧，但是

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日本不得不与美国进行协调。 仲裁条约事件不仅使美国争取到

英国的支持，同时也使日本开始思考提前修改《英日同盟条约》的必要。 １９１１ 年年初，
日本拒绝成为仲裁条约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Ｋｏｍｏｕｒａ Ｚｉｙｕ⁃
ｔａｒｏｕ）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的态度会使英国将两国的联盟视作英美签订仲裁条约

的阻碍，这会危及英日同盟在 １９１５ 年到期时的续订，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方案则是

同英国提前修改联盟条约，在新约中将美国排除在联盟的针对之外。②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英

日同盟修约，其中加入了日本的建议：“如果缔约任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一项一般的仲

裁条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应不使该缔约一方承担对缔结已经生效的仲裁条

约的国家进行战争的义务。”③这一规定实际将与英国有仲裁条约的美国排除在了英

日同盟所针对的范围外，尽管此时的美国尚未建立起一个替代英日同盟的完整机

制，通过仲裁条约以及英日同盟更新的补充，它已经能够削弱目标联盟对于自身的

威胁。
在建立替代性机制之外，美国也在针对英日双方采取不同的战略尝试。 随着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影响，美国先是试图在交战双

方之间进行调停，在 １９１７ 年调停失败后，美国则适时为英国提供了相应的安全保证。
另一方面，与英国的经济合作则成为美国战略的另一个支点，美国不仅通过中立贸易

向英国及其盟国输送物资，同时通过贷款对英国进行支持，这使得英国加深了对美国

的依赖。④ 而对于日本，美国的战略显得更为复杂。 塔夫脱的失败使伍德罗·威尔逊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在继任后旋即结束了金元外交的对抗，面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径，威尔逊首先选择了利诱与缓和，１９１５ 年 ３ 月美国向日本

发出照会承认“日本与其主张的（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等地由于临近而存在着特殊

关系”。⑤ 这一意见在 １９１７ 年美日两国缔结的《蓝辛—石井协定》 （Ｌａｎｓｉｎｇ－Ｉｓｈｉｉ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保留，这使得美国再一次试图通过牺牲“门户开放”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

系。 与此同时，美国同样保留了对日本的威逼，借助 １９１８ 年救援捷克军团的契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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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兵西伯利亚对日本的单边行动进行牵制，力图阻止日本对远东以及西伯利亚的独

占。① 虽然战时的美国无法阻止“门户开放”政策受到日本的侵蚀，它却通过联盟分化

战略使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需要认真考虑美国的反应”。②

在长期的实践中，美国逐渐通过战略调适寻找到相对合适的战略去应对英日同盟

的威胁。 一方面，由于美国同英国的良好关系，同英国的合作不仅使美国摆脱孤立，同
时也能够削弱英日同盟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违约倾向，合作与对抗战略虽然

各自拥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可靠，而一个合作与对抗交替的复合型战略更适合应对日

本的反复无常。 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的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
３．美国的战略强化与联盟瓦解

一战结束后一系列背景条件的改变为美国提供了分化英日同盟的基础，但是英日

同盟却不会随着背景条件的改变而简单结束。 因为直到此时，英帝国内部仍然存在续

约联盟的意见，而日本方面也因为避免孤立的需要希望保留这一联盟。 对于美国而

言，借助战后机遇规制这一威胁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因为一旦英日同盟在 １９２１ 年到期

后续约，“美国就必须增加海军力量以便能够同时应对英国和日本的海上威胁”，从而

像“１９１４ 年之前的英德海军竞赛一样给世界和平带来危险”。③ 实际上，战争结束前

美国已经开始思考对世界秩序的重塑，由于威尔逊倡导杜绝秘密外交，英日同盟的命

运实际也包含在体现这一构想的“十四点原则（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Ｐｏｉｎｔｓ）”以及随后的《国际联

盟盟约》中。④ 随着英、日相继加入国联，英日同盟也必须根据《国际联盟盟约》中的公

开外交原则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美国根据先前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对前述战略做出

进一步强化。
鉴于国联成立后英日同盟可能出现的调整，美国方面首先试图明确英国在英日

同盟问题上的态度究竟是“想扩大或是限制日本在东亚的利益”。⑤ 当认识到英国

内部的分歧后，１９２０ 年 ５ 月美国就英日同盟的修约问题向英方表示：英日同盟的修

订需要尊重对华的“门户开放”原则以及 １９１１ 年英日同盟修约时将有仲裁协定的

国家排除在外的规定，这一意见不久得到了英国方面会认真考虑的许诺。⑥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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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后远东的海军竞赛加剧了英国的负担，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引发了

英国及其自治领的担忧，美国则根据需要提出召开裁军会议，希望通过制度约束协

调三国的利益以解决远东的紧张问题，裁军则与英日同盟问题紧密相连。 美国的努

力逐渐赢得了英国态度的转变，１９２１ 年 ６ 月在英日同盟续约问题上，美英两国再次

确认了双方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同时表示这一共同利益对日本而言是有益而非敌对

性的。 当美国方面意识到英国内部仍然存在希望联盟续约的力量时，美国国务卿查

尔斯·休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ｖａｎｓ Ｈｕｇｈｅｓ）向英国进一步施加了压力，他不仅反对英日同

盟的更新，同时希望通过三边协定协调美、英、日三国关系。① 作为结果，英国最终

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初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时希望通过多边协定的形式保持与日本的

关系。②

在处理日本问题上，战后初期美国即表达了它对日本扩张行径的担忧，希望日本

做出协调以适应新的形势。 借助与日本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兰辛将日本战时的

既得利益做筹码，希望日本尊重美国的建议。③ 随着对德属岛屿归属争夺的加剧，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美国方面甚至威胁“《凡尔赛和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Ｖｅｒｓａｉｌｉｅｓ）并不能保证日本

在德国海外领土上的权益”。④ 美国的威逼加重了日本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俄国十月

革命已使日本失去了远东的重要盟友，英国也不愿为它牺牲同美国的关系，这使得日

本与英国一样需要考虑远东的安排以及英日同盟的未来。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美国得到了

日本方面的许诺，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Ｓｈｉｄｅｈａｒａ Ｋｉｊｕｒｏ）向美国方面透露：“英
日同盟的任何修订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也不会成为抵御美国的工具。”⑤与此同

时，美国逐渐发现，日本国内在对待英日同盟问题上实际存在分歧，尽管官方仍然希望

联盟延续，民间却认为“英日同盟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而联盟续约只会使英国受

益更多而非日本”，随着双方物质利益的削弱，它的实际价值也仅剩下“获得西方一个

大国支持的名誉”。⑥ 同为西方大国的美国自然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建立替代性机

制则是美国提供的方案。 作为结果，尽管仍对美国怀有疑虑，当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日本得到

华盛顿会议的非正式咨询后，日本政治家认为这次会议是转变此前对外政策的机会，
同时有助于确立远东和平以及防止日、英、美之间的战争。⑦ 在提出了一些保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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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本随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而这意味着英日同盟问题将和海军军备问题等一同成

为会议的讨论内容。
１９２１ 年末华盛顿会议召开，通过之前的战略部署，美国已经掌握了决定英日同盟

走向的主导权，对英日同盟命运的安排在《四国条约》 （Ｆｏｕｒ⁃Ｐｏｗｅｒ Ｐａｃｔ）中得到了规

定。 作为英日同盟的替代品，《四国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法国在太平洋

地区的利益，其同《九国公约》（Ｎｉｎｅ⁃Ｐｏｗ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五国海军条约》（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Ｎａ⁃
ｖ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共同组成了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内容。 美国既通过这些决议建立替代性机

制约束了目标联盟的威胁，也使得自己所关注的“‘门户开放’政策变成了一项多边政

策”，从而让“那些在对华贸易方面兴趣颇大的国家以及中国自己都要保证拥护这一

政策”。①

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不同，早期战略中遭遇的问题与失败使美国在战略调适的过

程中积累了更为充分的实践经验，由此引发背景知识的转变。 在背景知识转变的基础

上，美国逐步意识到处理英日同盟问题的关键，开始针对英日两国分别采用不同的战

略手段。 对于同己方拥有共同利益的英国，美国适时的安全保证以及有效的利诱使英

国在英日同盟问题上逐渐倾向于美国。 而对于主要威胁日本，适度的威逼是美国合作

性战略发挥作用的关键。 借助一战带来的背景条件变化，美国对其战略进行了有效强

化，从而为最终分化目标联盟创造了条件。 此外，建立替代性机制则是针对英日同盟

双方的有效战略手段，美国通过这一战略最终实现分化联盟的战略目标，而美国的这

一举措在约翰·伊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看来，是为了“应对权力失衡，将相关国

家约束在基于规则的普遍联盟中”。②

（四）案例讨论

我们通过变量控制选择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以及一战前后的美国与

英日同盟两个最终结果相异的案例进行分析。 在不同案例中，法国与美国均经历了

背景条件与背景知识的变化，并存在战略调适过程。 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案例中，拿
破仑初期的战略成功使得法国的战略逐渐转向对抗性，从而在强化对抗性战略的基

础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同时由于拿破仑军事上的失败出现过晚，在背景条件发生改

变的情况下，影响战略变革的背景知识却没有得到更新，这引发了战略试错的出现，
从而导致拿破仑最终的失败。 而美国案例中，初期的失败导致了美国迅速走出战略

·６７·

　 战略调适与联盟瓦解：分化联盟的实践路径
􀪇􀪇􀪇􀪇􀪇􀪇􀪇􀪇􀪇􀪇􀪇􀪇􀪇􀪇􀪇􀪇􀪇􀪇􀪇􀪇􀪇􀪇􀪇􀪇􀪇􀪇􀪇􀪇􀪇􀪇􀪇􀪇􀪇􀪇􀪇􀪇􀪇􀪇

①

②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５４．

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７ 页。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试错的影响，在战略变革后强化既有的有效战略，进而取得成功。 尽管实践知识的积

累会引发战略变革，认知偏差的存在会使得战略变革后国家继续在错误的战略上不

断试错，而即使有效的战略强化也无法保证战略长期有效，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则提供

了一个教训。 对于联盟分化战略而言，有效的战略强化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同时

需要基于对客观条件的有效认知而形成的背景知识做支撑。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联盟分化战略的成功可以仅通过战略试错发展而来的战略强化做支撑。 而当认

知基础出现偏差，战略强化演变为战略试错时，通过战略变革寻求新的战略设计则成

为必须。
不过，由于影响联盟瓦解的因素众多，联盟瓦解战略的有效性也需要一定的客观

条件做支撑。 本文虽然有效地检验了联盟分化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却不能够充分揭

示这一原因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大样本分析的探索。 在持续时间更长且更为

复杂的案例中，战略调适的不同阶段还会反复出现，这也会增加分析的复杂性，但是对

这一国家行为认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诸如“目标联盟关

系”等一些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家的战略却在不断发生改变。 而这也会使我们进一

步思考伊曼纽尔·阿德勒（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等人所指出的“理性不仅存在于人的思维

中，同时也依赖于背景知识的积累”。①

与此同时，在案例检验中，我们发现现有的联盟分化战略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如
替代性机制战略所要考虑的不仅在于提供更广泛的安全保证，同时还有经济利益需

要，②这便与联盟重组这一分化联盟的战略目标存在关联。 而如果以经济维度思考，
经济援助或制裁也同样存在，对战略类型进行更为细致的补充则是后续研究中需要

完善的工作。 对其进行补充的一种方案是在单一的维度外增加变量，进行新的变量

组合，如凌胜利指出，“对外政策工具分为语言、经济、政治和军事四个层次”。③ 以语

言为例，战争中的宣传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 哈罗德·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认为，“宣传最有利的作用是动员社会成员仇视敌人，维持中立国及盟国之

间的友好关系，促使中立国转而反对敌国”。④ 其次则是参考其他有关国家战略以及

对外政策工具中的成熟研究，如威逼与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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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讹诈（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在战略意涵上相近，都是威胁使用武力而非实际的武力使用。
但是米尔斯海默还指出了一种胁迫（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战略，则是实际使用武力强迫对手改

变行为，迫使对手在征服前退出战争，这一战略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案例中会出现

适用，虽然这一概念与征服相近，但是需要考虑如何区分征服国家与运用武力迫使

对手屈服。①

最后则是案例的适用性问题。 由于小样本研究对因果影响的评估很难精确，②本

文无意在有限的篇幅中将结论的适用性扩展至所有的国家战略分析，进而因为“忽视

了背景因素而形成过度代表性的问题”。③ 我们将结论限定在有限的框架内，仅讨论

这一调适机制对联盟分化战略行为的影响，对外部有效性的考察仍然有待进一步探

索。 而根据案例验证的结果，除了阐述战略调适的作用机制外，我们仍然需要对这一

分析框架的应用加上限定条件，以完善本文的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联盟分化战

略的存在，这有赖于第二个限定也即存在至少一个被分化者视为威胁的联盟或者预阻

的目标，否则就会出现英日同盟案例初期美国的观望，而这一观望在实际分析中又与

观望战略存在差别。

四　 结论

我们以实践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外部力量在联盟瓦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强

化了对外部制衡作用的认识。 此外，我们将学习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国家的短期实践

中，改变了以往学习分析主要关注国家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学习的局限。 在重新审视学

习机制的同时，我们对联盟分化战略在实践中的变动性做出了解释。 对于联盟瓦解问

题，我们加入联盟分化战略作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手段进行思考，这使我们得出以下结

论：首先，联盟分化战略不仅受到背景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会在与目标的互动中发生

改变，这种变化根源于国家的战略学习与调适过程。 其次，国家会从联盟分化战略

的实践效果中进行学习，通过学习调适并优化战略，这是影响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
最后，联盟分化战略调适的有效性受到背景知识的影响，认知相符与诱发定势使国

家通常很难在战略执行的初期就收到合适的效果。 当战略效果与背景知识一致时，
国家通过战略试错寻找出有效的战略并进行强化，战略通常更容易获得成功。 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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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战略效果与背景知识之间存在矛盾时，国家需要从实践学习中不断获取新信

息，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背景知识改变原有的战略假设，这成为继续寻求合适战略

的关键。

本文只是尝试运用实践理论解释国家战略行为变动的初步研究，由于我们控制了

目标联盟属性等变化相对缓慢的变量，同时简化了系统效应的作用，进而限制了结论

的外延性。 而由于案例研究的限制，我们没有对结果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论述。 为弥补

这些缺陷，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通过加入大样本分析，对外部力量的作用及其影响

做出更为一般性的探讨。 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延续实践理论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对组织理论的转换与运用，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在建构国际关系理

论时曾借助经济学理论，指出在没有公司理论（还原理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非常容

易地建构起市场理论（体系理论）。① 在此后体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

对于市场研究的借鉴要远多于对公司研究的借鉴，这也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容易忽视

组织理论的一些成熟的研究内容，而这些内容同比较政治一样，是研究层次回落过程

中不应被遗忘的部分，对其中有益经验的汲取不仅是实践理论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有

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跨越学科的需要来源于学科边界对研究

人员认识世界的阻碍，而只有超越这一限制，才能使我们“发现更为合适的路径去推

动建立丰富的理论和有效的研究设计”。②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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